中國大陸對內改革不易 對外強勢
趙建民

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

    中國大陸總理溫家寶在人大閉幕記者會中，再次呼籲政治改革，特別提出鄧小平在1980年8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做的「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」的講話。端出十一屆三中全會和改革開放的關鍵文件，表示問題的嚴重性；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去職，是否映證政治路線上的分歧，也引發想像。
    溫家寶在記者會上點到為止，只提出經濟增長減速、房地產調控和民間金融等結構轉型的問題。但是，背後暗藏的，卻是改革開放以來內部最大也最分歧的爭辯。薄熙來的「唱紅打黑」，在此一思想爭辯中，扮演了推波助灡的角色。
    幾年前的全球金融風暴，北京政府以龐大的金融實力，成功的穩住了陣腳，強化了「國進民退」政策的合理性。但是，超大型國家銀行長期採取低利率政策，獨厚大型國企，中小型企業貸款困難，審批環節多，早已招致「國家資本主義」的惡名。
    今年政協會議中，爭議對大的，莫過於國進民退或民進國退的問題，這也牽涉到政府在市場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的長期爭論的問題。有人認為政府資本應儘可能自經營性、競爭性的領域中退出，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指出，國企的改革近年有倒退的說法，有其正當性，但也有人認為公有制主導是中國模式的明顯優勢，應加強政府在經濟的影響力。 
    兩會前夕世界銀行和國務院智庫公佈「2030年的中國」研究報告，認為中國大陸國企遍佈能源、鋼鐵、銀行等領域，建議減少國企壟斷，推行金融市場透明化、土地和勞工制度的改革，但卻引來「帶著私有化的毒藥，毀掉中國經濟」的批評。
    改革為何如此步履維艱? 
    智庫學者遲福林一針見血的指出，地方領導一昧以追求GDP總量、上重大工業項目為目標，以批地和行政干預為手段，使得官商利益一體化。學者孫立平認為，當前的問題，並非社會上普遍流行的中國是否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，而是轉型陷阱的問題，因為，因改革而獲利的龐大集團，已喪失前進的動力，要求把權力與利益定型化。大陸需要凝聚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新改革理念。
    看起來，中國大陸的改革已臨深水區，摸著石頭過河的簡單戰術，已難有作為。

    結構轉型加上烏坎事件突顯的國家與社會的矛盾，是新一屆領導人必須面對的問題，大陸朝野有關社會不公的辯論，也凸顯了全球化時代新型態的社會經濟矛盾，於此，諾貝爾經濟學家Joseph E. Stiglitz 早有預斷，這也是「重慶模式」受到歡迎的背景原因。
    面對中國大陸的結構轉型與改革步調上的舉棋不定，台灣如何自處?
    首先，大陸內部有關改革開放的路線之爭，不會因會一個人的下台有所變化；台灣其實無須過度擔心大陸結構失衡的問題。需要關心的，是中國崛起對其對外行為所造成的巨大改變。
    中國大陸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，大陸市場對穀物、能源的消費量，已超越美國，手機和網民的人數，是美國的二至三倍，鋼材的消費量，更是美國的近6倍，中國大陸的汽車銷售連續兩年超越美國。隨著實力的提升，中國的外交政策不可能維持現況，而將漸趨強勢。
     此一強勢外交在資源保護、國際金融、以及南海主權等議題上已漸展露，中國大陸在雅魯藏布江以及湄公河上游的怒江興建水壩，不顧印度和東南亞國家的反對，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有關美元不應是唯一國際通貨的發言，以及大陸首度將南海視為核心利益的提法，都是展現強勢外交的事例。慶幸的是，兩岸情勢特殊，過去幾年來，大陸未將兩岸關係與此一強勢外交相連。
    面對此一強大的對手，以及兩岸關係對台灣發展的重要性，兩岸目前唯一準官方的溝通管道已不敷所需。展望未來，台灣必須盡速與之建立全面的制度化關係，建構官方的交流管道，才能確保交流機會最大化的利基。
